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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古典经济学走向机制设计理论
——兼谈目标导向和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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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边际革命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就一直未曾停歇过。当下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认为其离现实太远，不能“为现实的改进提供方向和目标”。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这些批评并没有导致新古典大厦作为基准理论的整体轰塌，反而通过不断放松新古典的严格假设和持续推进新古典的公理化分析，由此发展出许多更为相对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和工具及方法，而使得现代经济学体系更加完善、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更加强大。今年在多个场合我一再指出，机制设计理论就是这样由此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它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奠基作用，也可以为制度转型和政策制定提供好的理论指导。

不应忽视新古典经济学的目标参照作用
整体上，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准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信息完全、交易成本为零、消费偏好和生产集都是凸的等正则性条件”的假设，以理想状态下的经济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论证了只要让个体逐利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出了严谨的阐释，论证了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以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
但让许多人感到十分不解和迷惑从而导致大量批评的是，为什么要追求像完全竞争市场这样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目标呢？其实，这正如古代孙子和孔子所说的“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必败”，以及跟当今的“高标准，严要求”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一样，往往会得到更好、再更好的结果。这就像学生努力追求100分尽管基本得不到，但往往会得到高分从而获得A，而只是追求60分而往往不及格的道理一样，正因为有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所给出的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公平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可以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
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如何来判断这个边界划分的合理性？这就是由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能够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加接近（或许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尺作用就在此时发挥作用，当然由于种种现实摩擦单纯依靠市场是会出现效率或公平缺损的，从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像哈耶克-米塞斯范式下仅仅盲目强调自由市场竞争。
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的有为。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而不是无边界、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事事有为、目标多重，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执行不下去。有限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政府应该在有巨大的外部性的维护和服务方面大大地有为，不能缺位，比如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市场秩序、财产保护，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生态环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同时在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大大地无为，解决越位和错位问题，为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机制设计理论对突破改革困境意义重大
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由笔者导师赫维茨教授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源于此。赫维茨在现代经济学的领域内发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学术创新，颠覆性地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经济体制机制的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思维，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制度、机制（如完全竞争、垄断）视为给定，寻求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条件下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或作出最优决策，而是进行逆向思维的情景研究，即将问题反过来，将经济环境视作给定（更符合现实），基于严谨方法来研究在期望目标下，如何创造一定的互动规则（即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机制设计理论不仅从国家层面上的制度选择上具有明道的指导作用，同时更重要的也有优术的作用，既可用来研究大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也可用来研究小到家庭或企业的机制设计问题，设计出可执行既定目标的机制或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既重视目标，更重视执行问题和过程。不能偏颇目标和过程中任何一方，不能用目标否定过程，更不能没有目标去谈过程。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谈过程，也就是执行或执行力的问题。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同义词就是执行（implementation）或执行力(implementability)理论。
在现实生活中，与此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果没有基本的目标感和方向感，那么只能是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二是即使有了方向感，但是没有很好的执行，只是打口炮，那就是黄粱美梦一场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有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及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个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这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其中，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使之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的综合、整体、深化改革的纲领性决议文件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从而改革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许多领域改革到了下面就推而不动，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激励不相容现象突出，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
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现实困境，为以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为核心指标的机制设计理论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个体逐利性与信息不对称这两个客观现实约束，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要满足机制设计理论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最优结果的同时，也实现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的个体可以是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产业、企业及至最广大的老百姓。
面向2017年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聚焦改革执行力，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和真抓实干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以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为目标，从根源上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的问题。这些才是应对当前经济下滑和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正确举措和改革，才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纲领性决议文件精神得到真正有效执行和落地，才可能实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




